
性工作權與產業規範1 
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 

 

1997 年台北公娼因多年持有的營業執照被市政府強力收回作廢而掀起持續

的抗爭，這個歷史性的妓權行動把性工作權放上臺面，也不斷迫使大眾反思女性

自主、性污名、性工作等等議題。經過緩廢兩年後，公娼走入歷史，然而性工作

的現實仍然存在，妓權組織於是積極和社會淨化團體協商，企圖將性工作權與產

業規範放入社會討論的焦點。 

任何思考都有其糾葛的歷史社會脈絡，此刻談性工作權和產業規範，首先就

得面對另外三個方面的近期發展。 

＊＊＊＊＊ 

第一個方面是最新的娼妓政策過招。 

從 1997 年台北公娼爭取工作權開始，「性工作權」的呼聲便伴隨著妓權運動

的各種具體行動，不斷浮現台灣的公共論域，在各種政黨角力之中持續推動針對

性工作及人權的社會教育。2 經過六年多的努力，2004 年 1 月 6 日，台灣的內

政部終於宣佈考慮將性工作去污名化、除罪化，並且承諾著手修訂各種相關法

條，台灣性工作除罪化的道路算是初步走出了蒙昧的黑霧。 

                                                

然而，在陳水扁擔任台北市長期間便堅持反娼的婦女團體（包括勵馨基金

會、婦女救援基金會、彭婉如基金會、終止童妓協會、花蓮善牧中心、台灣女人

連線等等）立刻組成了所謂「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聯盟」，於 2 月 5 日公開提出

五點訴求：（1）政府應制定縮減性產業政策，（2）聯盟主張不處罰賣性者 3，（3）

嫖客必須被罰鍰以負擔社會成本，（4）懲罰因性交易得利之第三者，（5）政府應

廣泛促進平等而非交易的性關係。這些訴求一出，內政部立刻退縮，表示在邀集

婦女權益促進會委員和相關單位研商後，性產業是否合法化必須再透過公共議題

論壇深入討論，刑法有關處罰性交易媒介者的規定則應該更周延。換句話說，除

罪化的腳步顯然要緩下來，性工作權再度成為泡影。 

從「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聯盟」的名稱和訴求來看，這次反娼團體似乎站定

了所有「政治正確」的立場：她們宣佈針對的不再是妓權團體堅心護衛的性工作

 
1 本文係 2004 年 5 月 21 日在台灣淡江大學「情色工業與倫理思考研討會」的「性工作權與產業

規範」圓桌論壇上的發言稿，現經整理潤飾後發表於《性政治》，游靜編，香港：天地圖書，

48-59。 
2 台灣最有韌力和創意的社會運動組織之一就是因應 1997 年台北市廢公娼而發起的「台北公娼

自救會」，由原先從事工運組織工作的運動者與前公娼組成。1999 年公娼緩廢兩年終究走入歷

史後，這個組織轉型成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網址http://www.taconet.com.tw/Home/），舉

辦了無數活動來促進性工作者與社會大眾的對話相認，是台灣唯一專門關心性工作者權益的運

動組織。 
3 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聯盟拒絕「性工作者」一詞，認為不能把賣淫等同於工作，所以這次發明

了「賣性者」這個新名詞（有意勾動的連想名詞就是「賣血者」的悲慘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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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反的，新的妖魔化主體被推上台面──性產業、嫖客、得利的第三者──

作為需要進一步立法管理或懲罰的對象。然而，這個聽來好像保護了性工作者權

益的訴求卻立刻遭到性工作者的強烈反對。性工作者組織指出，這五點訴求中有

四點根本就是積極的惡化性工作者的處境，斷絕她們的生計；只有第二點勉強宣

告了「消極的」不處罰性工作者，但是也沒有清楚承諾將如何修法以落實這個「不

處罰」。4 更何況性工作者除罪化、取消罰娼的規定，這已經是世界大勢所趨，「不

罰娼」只是一個消極的做法（在台灣至少還需要配合修訂社會秩序維護法八十條

的罰娼條款，然而反娼團體卻總是以附加各種嚴苛條件來要脅反對修訂）。真正

要積極保護性工作者權益，就還需要比照一般勞工權益，維護個體性工作者能夠

享受公平交易的結果，並主動協助其成立工會，推動性工作人權教育、執業教育、

服務品質提升教育，並提供健康保險、勞工福利等等。針對性產業，則應比照其

他被視為「正常」的商業，加以有關公平交易、安全保障、稅賦責任的規範，此

外就不應該再加上其他額外的苛求。更根本的是，政府應該推動改變社會成見，

去除性工作的污名，才不至於變成口頭上不處罰，但是仍然維持嚴峻的「道德懲

罰」。像勵馨等團體提出的五項訴求，除了宣稱不處罰性工作者之外，基本上都

多多少少延續了對性工作的成見，反而對照出她們「不處罰賣性者」的空洞承諾。 

值得注意的是，在女性主義性權運動和妓權運動的努力之下，保守團體已經

不敢明目張膽的歧視性工作者，不敢漠視她們從事這個行業的主體意願，因此新

近的論述策略都是指向性交易中的其他相關人士。 

當代性服務就像其他服務業一樣，獲利條件才是決定服務內容和品質的決定

因素，眾多性工作者面對官方和保守團體嚴厲取締及救援轉業的兩手政策，卻仍

然不改其志的從娼，這當然是因為這一行確實比其他的工作獲利多。而為了性服

務的合理化經營，也為了性工作者與性消費者的安全便利及免於糾紛，當代性服

務業勢必需要性工作者以外的各類細緻分工從業人員（如經紀媒介、廣告公關、

會計財務、交通後勤、生活照顧等等），因此所謂「獲利的第三者」，本身在界定

上就需要更為複雜的認知。更有甚者，性交易之獲利第三者其實還包括工作者的

子女家屬愛人等等；第三者是否要罰，應該要看性工作者是否是甘願提供利益，

或者第三者是否從不公平交易中獲利。若是提供場所、服務、宣傳、保全、運輸、

管理、會計等等公平交易協商的第三者，就沒有理由懲罰；而強人所難、收受保

護費、販賣人口等等情事之第三者，當然應該接受嚴厲懲罰。可惜的是，這種細

緻的區分在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聯盟的眼界中是全然缺乏的。 

最令人驚訝的是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聯盟提出的最後一點訴求：「應透過國

家政策及社會運動，促進所有人都能享受平等、非交易的良好性關係。」我們姑

且不論這個訴求是否過分誇大了保守團體的「好意」（事實上，這些團體絕不會

同意「所有人」都能享受良好性關係，因為對她們而言，其中絕不包括兒童或青

少年、正在發展婚外性的已婚人士等等），這個訴求很明顯的宣告：性工作算不

上「平等、非交易的良好性關係」。可是，平等良好的性關係乃是說雙方在性關

係中各取所需、皆大歡喜，而公平交易的性工作正是這樣平等良好的性關係，因

                                                 
4 作為回應，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與同志團體、工人團體以及不少大學生和知識份子於 2004 年

2 月 7 日在台北市舉辦性工作除罪化大遊行，五百多位支持妓權的人士在大雨中步行三個多小

時，先後抵達藍綠陣營總統候選人的總部表達意見，要求兩組候選人承諾當選後積極推動性工

作除罪化，可惜沒有得到實質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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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正需要政府透過除罪化來保障這樣的公平交易能夠順暢進行。相較之下，婚

姻中的性關係是受到法律制度規範的非交易性關係，然而在婚內性關係中，女性

往往礙於婚姻關係而必須配合丈夫要求，雖無實質的逐次交易，而事實上卻近乎

賣斷了性生活主權。因此，若要推動平等的良好性關係，就應該首先從徹底改變

無數婚姻中的性權力關係開始，而不是從取締性工作開始。另方面，良好的性關

係需要實際的性行為教育，這種性教育則需要實戰經驗豐富的人提供第一手的觀

察和體驗，以便提升互動溝通的細微體認，並認識眾多性口味的多元多變。在這

些方面，只要能夠除罪化，消除性污名，性工作者就可以坦然貢獻她們已經擁有

的難得的專業智慧資源，成為一群最有能力承擔這種教育的人。 

追根究底，推動縮減性產業政策聯盟的五點訴求顯然還是新瓶裝舊酒，從「罰

娼不罰嫖」轉為「罰嫖以滅娼」；從直接罰娼轉進到間接扼殺工作者存活的社會

網絡。所謂「縮減性產業」的說法，不但沒有消除社會成見或污名，反而繼續深

化「性」的社會控制，強化「性」的階層分級，擴大被監控管理懲罰的人口群，

並且把民眾對人口販賣的義憤及對疾病的恐懼，全部轉嫁到性消費者身上 5。 

妓權團體要求的，則是性工作權。這個權利並非「從事賤業」的權利，而是

根本的要求破除社會成見和歧視，拒絕社會繼續把性工作當成賤業，要求讓性工

作者享有和一般人一樣的尊重和職業選擇權，讓性產業歸於一般的商業規範，從

而使得其中的交易趨於平等公道。這些平實的要求也一再凸顯推動縮減性產業政

策聯盟的口惠不實。 

＊＊＊＊＊ 

除了面對保守團體的新反娼策略，第二個需要思考的面向就是：性工作作為

一種工作，首要就是要除罪化，然而除罪化的修法過程甚為漫長，在尚未完成修

法之前，必須繼續對執法過程中的侵權事件進行關切，更積極推動對抗性污名的

人權教育。6 

事實上，「除罪化」所針對的不但是法條本身的不合時宜，更重要的則是各

種各樣對性工作者的歧視，以及對其人權的侵害，特別是執法與司法機構對性工

作者人權的侵害。這些歧視（甚至侵害人權）的根源，乃是由於司法機構長久視

賣淫為非法行為，而為了取締或掃蕩賣淫，勢必要積極侵入公民的合法權益，惡

意臨檢，也因此造成許多濫權的現象。另外，法律持續把性工作罪刑化

（criminalize），不但使得性工作的執業陷入惡劣情境，也使得被取締起訴的性工

作者面臨不利的司法環境。因此，我們需要積極聚焦於性工作被罪刑化的效應，

特別是在取締過程、司法判斷、執業環境等方面所產生的嚴重惡果，以便理解廢

                                                 
5 保守團體的第三個訴求為「嫖客罰鍰，以負擔社會付出的成本」。其中說明部份提及：「為了滿

足嫖客之慾望需求，社會承受多重的負面影響，以及重大耗費，這些成本應以罰鍰之方式由嫖

客來承擔，包括：賣性者性病檢查與治療費用、危險的性疾病傳播、吸引外籍賣性者移入、及

跨國境危險疾病（愛滋病、抗藥性肺結核等）的散播、誘導未成年少女賣性其安置及輔導費用

日益增高、查緝人口販賣的警力及靖廬等單位的安置費用、鼓勵販賣人口， 造成跨國眾多婦

女及家庭的惡夢。」這就好比要求每一個賞鳥或吃雞肉的人都必須罰鍰以承擔禽流感所造成的

社會成本一樣。 
6 這裡的討論有部份改寫自甯應斌所撰寫的＜性工作：道德與人權的考察＞，《2002 年人權報

告》，台北：前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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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那些惡化性工作者處境的罰娼法律條款有著何種急迫性。 

首先，警方「取締」性交易往往不是一個簡單的執法動作，事實上，所有伴

隨著性和性交易的各種社會成見都可能在這個取締的動作中揮灑，形成強大的侵

權行為。例如： 

第一， 雖說是掃蕩性交易，但是警方往往在還沒有發生任何犯罪行為（性

交易）前，就針對可疑的人士採取騷擾、威脅或逮捕的行為。例如，許

多人只因為深夜在街頭遊蕩、在風化區閒逛、穿著性感暴露、注視或搭

訕過路人等等，就被警察盤查、騷擾、威脅或留置。在台灣，如果搜身

時發現保險套，就會直接被當成從事性工作的證據。7 在某些人權觀念

淡薄的國家，還會加以搜身、非法逮捕、未經審判即遞送勞工營等等。

這些行為根本無視個人（包括性工作者在內）的公民身分與基本人權，

對所有大眾都形成道德正常化的壓力。 

第二， 即使當場確實有性交易，然而由於警察擁有取締、盤查性工作者的

權力，往往會因著污名情結的影響而在過程中不但枉顧性工作者的公民

權，還可能暴力相向甚至加以性侵害。許多性工作者都被迫行賄或被迫

與警察發生性關係8，甚至還有些警察藉著取締而進行俗稱「白嫖」的

性侵害，也就是完成性交後才表明警察身分進行逮捕而避免付費。這些

針對性工作者的嚴重侵害都是時有所聞的。 

                                                

第三， 如果性工作者本身還有其他污名身分，例如變裝的跨性別者，就可

能變成警方騷擾、盤查、嘲弄、羞辱、獵奇的對象。由於具有新聞價值，

警察也可能通知八卦取向的媒體加以拍攝曝光，嚴重侵犯個人基本人

權。9 同性戀的性工作者，以及十分年輕或年老的性工作者，有時也處

於類似境況。 

其次，性交易因為是兩相情願，不容易抓到現行犯，因此新的相關反娼法律

通常會延伸對於性交易犯意和行為的認定，這種擴大執法也往往對所有的性協商

都形成粗暴的處理。例如，司法查禁取締賣淫，很多都是用警察偽裝買春而釣出

性工作者，但是由於警方不能親自和疑犯發生性交以做為取締或起訴的根據（畢

竟，法規禁止警察「白嫖」，而辦案也不能付款交易），因此起訴多半只能憑藉疑

犯的言辭來推論犯意，從而成立犯罪事實。然而疑犯曾經提出性交易的價碼，這

 
7 1998 年台北 AG 同志三溫暖被警方臨檢時，其所提供推廣安全性行為的保險套就曾被視為包庇

性交易的證據。另外警方臨檢賓館或破獲所謂賣淫場所時，也總是以發現的保險套作為有從事

性交易的證據。性別人權團體這幾年不斷與衛生和警政單位溝通，指出把保險套當作犯罪工具

有違愛滋及性病防治的重要原則，目前仍在努力中。 
8 最近的例子就是 2004 年 4 月台灣台中縣清水警分局四組組長黃博裕涉嫌白嫖案。受害的大陸

少女指出，這名台灣「公安」曾持手槍要脅她幫他口交，因此她很清楚記得這名「公安」生

殖器上的特徵。少女還說有些台灣「公安」喜愛玩「三 P」，曾有好幾名台灣「公安」一起到

應召站，每個人各帶兩名大陸女子到賓館，老闆還說不用收錢，當時她也一起被帶去。 
9 這類事件層出不窮。2002 年 8 月台北就有一名跨性別的性工作者小茹在被臨檢收押後爆發被

警局線民疑似性侵害的事件。同月台北跨性別者蔡東成凌晨與朋友駕車同遊，也因為臨檢發現

是跨性別者，被警方通知媒體前來拍照聳動報導而曝光，造成嚴重的人權事件。性別人權團體

都曾提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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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必然代表有性交易的意圖（例如，有可能是以提出高價格來避免陌生人的搭

訕騷擾，或只是開玩笑），更不等於雙方最終必然會完成性交易（例如，許多性

協商最後都因為談不攏價碼或其他原因而並未成交）。言辭、意圖與行為是不同

層次的，「完成性交易」與「意圖性交易（未遂）」也顯然有別，可是這些區別在

警方取締和司法詮釋中常常都模糊了。 

性工作被持續罪刑化，除了在警方辦案以及司法判斷上形成對工作者不利的

環境，就連性工作者本身的執業和操作都會因為罪刑化而承擔不必要的風險。經

驗顯示，所有侵害性工作者人權的現象幾乎都緣起於性工作被罪刑化：由於廢娼

政策已經撤銷了娼館，地下娼館的經營風險又太高，許多性工作者雖然希望聚集

在固定的場所賣淫以便相互保護照顧，並穩定客源，但是在目前性工作罪刑化的

環境中，不得不單打獨鬥，挺而走街頭，也使得賣淫成為高風險、高焦慮的工作。

眾所周知的是，性工作的罪刑化也促進了其他以性工作者為加害對象的周邊犯

罪，例如黑道控制、警察收賄與抽成等等腐敗現象。然而對於性工作者而言，最

嚴重的影響就是使性工作者無力對抗犯罪，例如，性工作者遭遇身體與財產的非

法侵害，往往不能或不敢訴諸正常司法途徑解決，因為性工作者自忖本身就是從

事犯罪行為，因此恐懼報警會帶來許多不可預測的後果（台灣曾有警員擄妓勒

贖，持續很久才爆發，即是一例）。一言以敝之，由於性工作無法除罪化或正式

專業化，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或防範，這種對待方式嚴重的侵犯

了性工作者的人權，也嚴重的腐蝕了社會正義的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性工作的罪刑化並不是只相關傳統形式的性交易行業，當今

因為資訊科技發展，而形成了許多新的社會空間和協商管道，新的多樣人際接觸

使得很多原本相關性工作的成見和規範更急於管轄這些新領域。 

人與人之間的性接觸和協商在這個網路年代自然會以網路為管道，因此在網

路上互丟訊息，試探對方心意的活動，調情打屁聊天，本來就是常態，也是年輕

人練習情慾協商的主要場域。然而台灣的保守婦幼及宗教團體為了防止人們在網

路上張貼性交易訊息，於是在 1999 年修法，擴大解釋可能暗示性交易的言論，

將所有的情慾邀約都列入偵辦行列，嚴厲限制了言論自由與自我表達。由於網路

的匿名性，警方也常常偽裝有意買春或賣春，以誘捕或構陷的手段來約出張貼訊

息者，這種辦案方式對人權形成嚴重的侵犯，更腐蝕了網路上人我接觸試探調情

的互信基礎。10 另一方面，對於網路青少年情慾活動的關注，當然也形成風聲

鶴唳，使得透過網路來協商交易的專業性工作者也必須更加防範，以免成為被誘

捕的對象；畢竟，依「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因網路性交易訊息而被捕

者，可判五年以下徒刑，相較於過去街頭拉客被捕只依「社會秩序維護法」判刑

拘留三日，這種不成比例的罰則更值得法界人士關切。11 

最嚴重的是，因著兒少法條文的擴大解釋和相關立法團體的高調敦促，使得

                                                 
10 從 1999 年台灣的「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修訂，把刊登網路訊息也列入非法行為之後，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兩千多例只因刊登疑似援交訊息就被誘捕。性研究學者、法學者和人權團體

曾經在 2002 年舉行座談會批評這種法條和辦案方式可議，2004 年初警政署終於宣佈不可再用

釣魚的方式偵辦網路援交案，不過目前為止，釣魚辦案尚未真正絕跡。 
11 台灣的法界人士對此不成比例的判刑制度也有很多不滿，然而無力修法，只得靠少數性別人

權團體繼續提升社會認知，期待有一日能夠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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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人員對於網路資訊以及青少年兒童的網路近用，都有極高的辦案動機和嚴峻

執法態度。緊縮風氣所及，連所有正面討論性工作的學術言論也可能被視為違反

兒少法 29 條「散布….使人為性交易之訊息」，或違反刑法 153 條「煽惑他人犯

罪」，甚至違反台灣學術網路使用規範所明訂禁止的「傳送猥褻性的資料」。12 這

些條文很有力的封閉了有關性工作權的理性討論空間，使得有關性工作權的資訊

和討論根本無法在最民主的網路空間中進行。這些條文的繼續存在，其實就標記

了這個社會對性工作的持續敵意和撲殺。 

台灣在過去八年來的妓權運動路途上不斷遭遇各種反對的、質疑的聲音，然

而，妓權運動對妓權、性權、人權的堅持也拓展了整個社會對性工作 13、對性

交易雙方 14、甚至對性的認知 15。目前「性別主流化」（gender mainstreaming）

的呼籲甚囂塵上，台灣的婦女團體和學者正忙著檢視所有的法條制度，找尋性別

不公的痕跡，企圖透過性別主流化來讓台灣的國族地位主流化。在配合這個由一

些聯合國非政府組織（NGO）發動的趨勢中，第三世界的性工作被簡化成為人

口販賣、剝削壓榨的單一面貌，而第一世界宗教人士的性概念和性構想也被簡化

普及於第三世界 16。在這樣的全球操作中，妓權運動人士持續的密切觀察和積

極介入，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2 2002 年末，在警方釣魚偵辦網路援交案件的高峰期間，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兩度撰文與警

界教授辯論誘捕的不當，並與人權團體和有識的法界學者及律師舉辦相關座談會討論釣魚誘捕

的侵權行為，並把全部討論放在網站上，撰寫諷刺文字以凸顯當時各地派出所基層員警誘捕辦

案釣到同行的荒謬結果。這個網站後來被前述反娼的宗教與婦女團體向內政部和教育部告發，

引用的條文正是本段文字中提到的那三個相關法條，最後迫使這個網站遷出學術網路，在商業

網路空間中立足。（2003 年保守團體告發性／別研究室網站動物戀超連結事件，則是第二波對

異議聲音的攻擊。）這個實例正顯示了妓權觀點和論述，是如何在學術網路中被消音放逐。  
13 從 1998 年開始，日日春已經在台北市舉辦了四屆國際倡妓文化節，規模十分可觀，透過各國

妓權運動人士的圓桌座談、各國性工作的經驗交流，來促使台北市民認識性工作者的多樣面

貌。日日春同時也舉辦公娼館裝置藝術展覽以及倡妓影展，不但用影像藝術呈現性工作的歷史

面貌，也記錄性工作者的人生悲歡故事。 
14 2003 年 11 月 30 日，日日春在台北市原公娼館所在的社區裡舉辦了第一次嫖客座談，由性工

作者和嫖客並排和台北市民面對面溝通嫖客心聲，也引發觀眾群中很多其他嫖客的發言加入討

論。像這樣草根的性工作社會教育活動是日日春數年來一步一腳印建立起來的。 
15 2001 年日日春整理了義工人員對前台北公娼的執業訪談記錄，在記錄中顯示，嫖客尋歡的心

態和要求其實並不如一般大眾想像的頤氣蹂躪，相反的，訪談中出現了很多樣的口味和角色需

求，這個資料可能是台灣首度對所謂「性變態」的鮮活友善呈現。 
16 聯合國的眾多非政府組織並非沒有它們各自的意識形態背景，其中有許多都是宗教組織衍生

出來的國際組織，不但對本身的宗教價值觀預設非常堅持，對於本身所從出的先進國家的文化

強勢位置也缺乏反省，她們所推崇的性觀念往往有著深刻的心靈意義，對於性關係的契合和相

互性也有著超越第三世界現實的描述。另外，這些團體也把她們對本國青少年性自由風氣的焦

慮，投射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性工作上，不但簡化了第三世界性工作的多樣結構和形式，更利用

第三世界對於提升國際地位形象的慾望，來推動嚴厲的禁娼政策和法律。這裡所糾纏的各種權

力角力值得繼續觀察抗拒。 


